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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能否深度参与全球与区域价值链,是全球化时代东亚国家实

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价值链上一国所占据的位置受众多国际因素影

响,却也与国内政策选择紧密相关.各国的政策选择在是否具备出口绩效要

求和是否培育本土生产能力上差异巨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在价值链上的

位置.文章试图解析这种政策差异背后的政治动因,从统治者的激励与约束

出发,建立了一个将选择人理论拓展到产业层面政策制定的框架,进而选取马

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三国的汽车产业,设计了一个 “最相似”的比较案例分

析.结果显示,统治者面临的政治生存激励,决定其政策目标是将一个产业作

为 “寻租工具”还是 “创收工具”;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需的成本则决定了具

体的政策选择,即是否将出口绩效要求和 (或)本土生产能力作为提供政策支

持的条件.文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有关价值链分工的研究中对国内政治讨论的

不足,也显示出投资风险评估与产业政策辩论中考虑政治条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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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能否提升参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规模与层次,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生产

率持续提升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及其

演变差异巨大.① 以 “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从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

开始,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步升级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实现了生

产与出口结构的多元化.随着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它们也成功成为高收入经

济体.相反,“四小虎”等国家的生产与出口结构长期固化,在价值链上的

位置被局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其生产率

提升受阻,经济发展停滞,甚至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各国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固然与一系列外生因素有关,但也与自身

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② 一国参与价值链的规模和层次的提升并非自动发生,

需要坚实的政策基础:产业层面的政策选择对生产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分工

格局发挥重要的影响.如何解释国家间产业层面的政策差异,对理解各国在

价值链分工上的位置及其演变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在解释政策差异上还存在

两点不足:第一,虽然已指出政策选择是决定分工地位的重要变量,却并未

从如何影响分工的角度对政策选择进行明晰分类.第二,尽管从不同侧面提

供了解释政策差异的洞见,但并没有将统治者及其制定产业层面政策时的激

励与约束考虑在内.产业政策涉及政府对利益的分配,从而不可避免地是政

治性的.③ 是何种政治考虑促使统治者对不同产业采取了不同政策? 这一问

题需要深入研究.

鉴于上述不足,本文致力于发展一个系统的框架,旨在理解国内政治因

素是如何通过政策选择对国际分工格局造成影响的.首先,本文提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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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对企业出口绩效的要求、是否包括培育本土生产能力的努力,是描绘

产业层面政策差异的两个重要维度.由此可以将产业层面的政策选择分为

四类:中立式、依 附 式、保 护 式 和 自 主 式.进 而,本 文 将 选 择 人 理 论

(SelectorateTheory)拓展到产业层面的政策制定,借以解释上述政策差

异:第一,统治者在产业层面的政治生存激励,决定了其政策目标是将该

产业作为 “寻租工具”还是 “创收工具”;第二,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需

要的成本,决定了统治者在政策制定中是否将出口绩效要求和 (或)本土

生产能力作为提供政策支持的条件.
本文以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汽车产业的政策制定与发展历程

作为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之所以选择三国汽车产业,除了考虑到汽车产业对

后发国家的重要性外,还因为三国的汽车产业可以构成一个 “最相似”
(mostsimilar)的研究设计.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三国汽车产业具备

近似的工业基础、面临相似的发展机遇,却在随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政策选

择和分工角色.这便于我们控制有关变量,观察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影响.

分析显示,虽然三国在数十年间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多有变化,由于我们所

关注的两个核心变量 “联盟成员占比”与 “目标实现成本”并未发生根本性

变化,三国汽车政策的基本方向符合理论预期且总体而言并未发生改变.

现有对价值链分工的研究高度集中于国际政治与经济层面,对国内政治

的关注似嫌不足,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层面政策差异及其背后的政

治逻辑还缺乏系统的分析.本文则试图在此方向上做出贡献,所余内容安排

如下:首先,回顾现有研究对政策影响分工的讨论以及对政策选择差异的解

释,并指出其在政策分类与政治解释上的不足.其次,提出了定义产业层面

政策选择的两个维度,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将选择人理论拓展到产业层面

的框架,并设计了一个 “最相似”的比较案例研究.再次,通过对泰国、马

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汽车政策的比较验证上述逻辑.最后,讨论本文结论对

政策实践与发展理论可能带来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理解全球分工时代的政策差异

(一)影响分工格局的内外因素:仍需进一步明晰的政策分类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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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由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发展和区域贸

易协定的兴盛,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自由化程度大大提升;① 此外,随着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跨国公司的实力不断扩大,生产过程也愈发碎片化,形

成了跨国公司主导、分散在不同国家的依附加值大小而划分的若干生产任务

与分工角色 (见图１).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不断提高参与国际分工

的规模和层次,则有机会依靠价值链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另一方

面,价值链上不同生产活动的附加值差异巨大,不能发展出高附加值生产能

力的国家有可能被 “锁定”在中低端生产活动中.②

图１　价值链分工与升级示意图

资料来 源:作 者 改 编 自 StefanoPonte,GaryGereffiandGaleRajＧReicherteds

HandbookonGlobalValueChains,Cheltenham:EdwardElgarPublishing,２０１９,p６４

遵循传统视角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多强调决定一国所处分工地位的

外生因素 (即该国政府与企业自身难以影响的因素),例如,通信与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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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进步模式、国际投资者的成本—收益考虑、国际组织施加的压力等.①

一些研究尤其关注跨国企业,认为国家在价值链时代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而跨国企业作为全球购买者 (globalbuyer),具备通过投资与运营决策塑造

价值 链 分 工 格 局 的 能 力.近 年 来,跨 国 的 第 一 层 级 供 应 商 (firstＧtier
suppliers)也在价值链上开始具备一定权力,成为有关研究的另一个重点.②

然而,不断有研究侧重国家 (及其政策选择)对价值链分工格局的重要

影响.③ 发展中国家能否持续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价值链

升级 (upgrading),即能否 拓 展 到 高 附 加 值 的 生 产 活 动.④ 而 生 产 能 力

(productivecapacity)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价值链升级的一个核心因素.
所谓生产能力,是指本国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生产网络、基础设施等所决

定的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能否通过政策选择培植出承担更高附加值生产活动

的生产能力,进而动态地建立起在国际生产中的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实

现价值链上规模扩大与产业升级的关键.⑤ 事实上,有研究者在系统梳理发

展中国家案例的基础上发现,对价值链升级来说,政府政策是比全球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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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为重要的因素.①

由于政策选择是决定分工地位的重要变量,我们需要对不同国家产业层

面的政策选择加以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价值链分工格局.现有的理论研究

认为,采取选择性 (selective)的产业政策是培育上述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
这类政策是指政府针对特定行业或企业的、旨在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选择性支

持,具体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法规、补贴、技术进口法规和国家直接投资

等.② 然而,“是否具备选择性”的标准,并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间的政

策差异及其对分工格局造成的影响:一些选择性政策有效地将政府支持用于

助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而另一些只是利益输送的

工具,甚至演变为 “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带来了低效率的生产,阻滞了

有关国家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进程.③ 因此,要理解各国在价值链上的分工

角色差异,似有必要对选择性政策进一步分类.
(二)解释政策差异的四种途径:尚缺从国内政治出发的框架

如何解释不同国家在产业层面的政策差异? 现有文献中有四类较为有影

响力的途径.第一种途径涉及国际体系压力,指出全球贸易体制和产业格局

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 (policyspace)缩小.也就是说,由于国际

法律法规和非正式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持本土产业发展的政策选择已

经受到限制.有关文献捕捉到了政策空间的巨大变化与发展中国家 “被迫开

放”的现实.然而,在国际压力相当的国家之间,产业层面的政策选择仍然

存在显著差异.④ 在此意义上,探究各国政府政策选择背后的原因尤为重要.
第二种途径涉及国家的制度能力 (institutionalcapacity).如果政府根

本无法保障某些政策的实施,则可能就不会推行这些政策或在推行受阻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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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许多基于对日本与 “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表明,政府

必须有能力通过约束政策受益者来实现发展目标.① 这种能力往往需要韦伯

式的理性技术官僚,且这些官僚机构与企业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四
小虎”等经济体不具备这样的强制度能力,难以复制上述经济体的政策.然

而,在普遍薄弱的制度环境中可能仍然存在 “效率空间” (efficiencypocket),
即投入大量资源在特定产业,创造相对有效、廉洁的管理机制,制定对制度

能力要求更强的政策.② 因此,这种不具备强制度能力的国家的产业层面政

策差异仍然需要解释.
第三种途径使用恩庇—侍从关系 (patronＧclientrelationship)来描绘制

度能力薄弱背景下,政治腐败怎样扭曲政策设计与执行.有关文献详细描绘

了庇护主义如何破坏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旨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政

策如何变为单纯的利益输送工具.③ 这一方法恰当地记录了制度能力低下的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尽管如此,某一国家存在庇护主义现象本身,
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在所有产业采取相同的保护式政策:庇护主义产生的租

金也可被用于提高生产率,即采用自主式政策 (定义详见下文).例如,一

些东亚经济体 “在存在明显庇护主义特征的情况下取得了非凡的经济进

步”.④ 因此,庇护主义的存在本身难以解释产业层面的政策差异,我们必须

考虑以政治腐败为特征的国家之间的政策差异.
第四种途径涉及统治者的发展理念.统治者对 “市场—政府”分野等的

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推动的政策.⑤ 换言之,统治者认为哪种类型的

政策有效很重要 (例如,缅甸领导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自给自足发展的笃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HillelDavidSoifer,“TheDevelopmentofStateCapacity”,inOrfeoFioretos,TuliaFalleti,

andAdamSheingateeds,TheOxford Handbookof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pp１８１Ｇ１９４

DariusBMehri,“PocketsofEfficiencyandtheRiseofIranAuto:ImplicationsforTheories
oftheDevelopmentalState”,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Vol５０,２０１５,

pp４０８Ｇ４３２
Thandika Mkandawire,“Neopatrimon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PerformanceinAfrica:CriticalReflections”,WorldPolitics,Vol６７,No３,２０１５,pp５６３Ｇ６１２
引文参 见 Tilman Altenburg,CanIndustrialPolicy Workunder NeopatrimonialRule?,

Oxford:UN WiderWorkingPaper,２０１１;这 方 面 的 著 名 比 较 研 究 参 见 DavidCKang,Crony
Capitalism: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
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８３~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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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其独特的政策选择).然而,对发展的解释不应完全

取决于 “政治意愿的黑箱”.① 事实上,统治者的能动性 (agency)必然受制

于结构性因素 (structure),他们的决定必然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左右:第

一,与发展理念无关的政治原因会为统治者的行动提供激励 (incentives);
第二,现实中统治者所能动用的资源也会对其行动施加约束 (restraints),
进而影响他们中意的发展战略的实施.

表１　东南亚国家汽车政策对既有解释的挑战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政策选择 保护式政策 依附式政策 中立式政策

绩效要求 无 有 无

本土能力 有 无 无

途径１:国际压力
WTO协议与

东盟自由贸易区
WTO协议与

东盟自由贸易区
WTO协议与

东盟自由贸易区

途径２:制度能力 中间国家 中间国家 中间国家 (相对较弱)

政治解释:系统性威胁 无 无 无

途径３:庇护主义 存在 存在 存在

途径４:发展理念

通过选择性政策措施

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本土企业

通过选择性政策措施

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本土企业

通过选择性政策措施

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本土企业

说明:１政策选择分类采取本文理论框架的定义,中间国家 (intermediatestate)采用彼得
埃文斯 (PeterEvans)的定义,详见后文

２ “政治解释”指理查德多纳 (RichardDoner)及其合作者有关强制度能力政治起源的系列

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总体而言,在相似的国际环境、不具备强制度能力、腐败水平相似的情

况下,要理解统治者制定特定的产业层面政策的具体动机,仍需要发展理念

外的结构性解释框架 (见表１).寻找这一框架需要研究者从国内政治的角度

出发,理解统治者在制定产业层面政策时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

—５４—

① Anne Mette Kjaer,“PoliticalSettlementsand ProductiveSectorPolicies:Understanding
SectorDifferencesinUganda”,WorldDevelopment,Vol６８,２０１５,pp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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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政治学研究只为强制度能力的出现提供了基于类似角度的解释:理

查德多纳 (RichardDoner)及其合作者探究了众多东亚经济体不能出现 “四
小龙”式的强制度能力的原因,认为系统性威胁 (systemicvulnerability)是统

治者致力于投入资源建设强制度能力的前提条件.所谓系统性威胁,是指统

治者面临国内转移支付压力与国际安全威胁、又缺乏自然禀赋等带来的廉价

资源的状况.面临这样的威胁,统治者只能选择加强制度能力,以便通过采

取 “发展型国家”式的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来保证持续获取资源,借以应对内

外威胁.① 然而,多纳的关注点是决定各国整体制度能力差异的政治因素,
也只能解释 “发展型国家”的出现.

正如多纳所承认的,“发展型国家”的强制度能力与特定的政策选择在

发展中国家较为罕见.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系统性威胁、也不具备强制

度能力,且很多国家政体为竞争性的,与上述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权在产业

高速发展时期的非竞争性特征也并不相同.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层面的

政策选择仍有很大不同.要解释这样的政策选择差异,需要一个新的、从一

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特征出发的理论框架,特别是要将一些发展

中国家相对更具竞争性的政体纳入考虑.

三、理论框架:政治生存、资源约束与政策选择

(一)通过选择标准来定义产业层面政策差异

为了进一步阐明政策选择对分工格局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两个选择标

准 (即提供选择性支持所需的前提条件)对选择性政策进行分类.一是 “绩
效要求” (performancestandards),② 即是否存在以出口绩效提升为条件的

选择性支持,这样的业绩要求往往与出口商品的数量与复杂度直接相关.如

果政府不为提供的补贴等支持设置提升企业绩效 (即在全球竞争中的表现)

—６４—

①

②

RichardFDoner,BryanKRitchieandDanSlater,“SystemicVulnerabilityandtheOrigins
ofDevelopmentalStates:NortheastandSoutheastAsiainComparative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５９,No２,２００５,pp３２７Ｇ３６１;RichardFDoner,Gregory WNobleandJohn
Ravenhill,ThePoliticalEconomyofAutomotiveIndustrialisationinEastAsia,New York,NY: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１,pp７７Ｇ８４
DaniRodrik,“IndustrialPolicyfortheTwentyＧFirstCentury”,HarvardCEPRDiscussion

Paper,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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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 条 件,则 很 容 易 演 变 为 纯 粹 的 利 益 输 送.二 是 “本 土 能 力”
(indigenouscapacity),① 即是否存在对特定本土企业创造附加值能力扩张的

选择性支持.跨国企业通常拒绝将价值链上中高端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发展中

国家.与外国投资者相比,本土企业倾向于在当地建立较为完整的生产体

系,也更为积极地推动产业升级,使该产业在价值链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因此,本土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的前提

条件.

两个维度刻画出的政策差异 (见表２)对各国特定产业生产能力的培育、
进而对其参与价值链的规模和层次具有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定义

的政策差异是就选择性支持的关注点而言的,而不同类政策采取的具体政策

工具未必互斥.②

一是中立式政策.③ 这里指两方面的选择性支持都不存在,政府并不采

用选择性政策,而是在不同产业与企业间保持中立,并未提供特别的、持续

的政策支持.④ 在对分工的影响上,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使全球的生产活动高

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解决跨国企业面临的瓶颈问题,才

能留住投资者、吸引附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⑤ 但是,由于中立式政策并不

对这些瓶颈问题加以特别关注,跨国企业并无意愿进一步加强当地的生产能

力.因此,相关产业持续扩大规模,并发展出高附加值生产活动的前景并不

乐观,而更可能停留在中低端的生产活动且规模相对有限.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RaphaelKaplinskyandMikeMorris,“ThinningandThickening:ProductiveSectorPolicies
intheEraofGlobalValueChains”,EuropeanJournalof DevelopmentStudies,Vol２８,２０１８,

pp６２５Ｇ６４５
例如,如下详述,依附式、保护式、自主式政策都有可能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

具,但其出发点与侧重点都不相同.
这里四种政策的命名为作者原创.尽管我们已经尽量使名称与我们定义的政策类别相符,但

仍有可能引起歧义.如有疑义,请读者以我们对四种政策的详细定义 (而非标签名称)为准,即是否

存在以出口绩效要求和 (或)培育本土生产能力为标准的选择性支持.另外, “依附式”与 “自主

式”的提法与灵感来自罗仪馥的文章,虽然这里的定义与她提到的略有不同.参见罗仪馥:«融入与

游离:泰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困境»,载 «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６~１４２页.
这种政策也被称为功能性 (functional)的产业政策.参见KenWarwick,“BeyondIndustrial

Policy:EmergingIssuesandNewTrends”,OECD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PolicyPaper
No２,２０１３.

FrederickWMayerandNicolaPhillips,“OutsourcingGovernance:StatesandthePoliticsof
a‘GlobalValueChainWorld’”,NewPoliticalEconomy,Vol２２,No２,２０１７,pp１３４Ｇ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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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描绘产业层面政策差异的两个维度

选择性支持
绩效要求

无 有

本土能力
无 中立式政策 依附式政策

有 保护式政策 自主式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是依附式政策,即政府只以能否提升出口绩效为标准提供支持,而忽

略受支持的企业是否为本土企业,政策导向为依附于外国投资者实现产业发

展.因为支持本土企业的成本要远高于吸引外商投资,政府通常只致力于通

过对特定中间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产业园区建设与特殊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

外资,以便迅速提升出口.有时政府也会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如本地化生产

要求、① 制成品进口限制等),但其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外资企业的生产规模.
一些学者所批评的外资飞地 (enclaves)政策即属此类.② 这类政策通常可以

帮助发展中国家迅速建立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能在外国投资者的主导下

实现一定程度的产业升级.但是,由于外国投资者没有全面提升当地生产能

力的强烈意愿,该国在全面提高价值链分工的层次、持续实现附加值提升乃

至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较大阻碍.
三是保护式政策,即只无条件地对特定本土企业进行补贴、而并不关心

企业本身的出口绩效.政府致力于通过各种明暗补贴渠道、宏微观监管措

施、进出口政策工具,来保护特定本土企业在本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与租金攫

取.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不同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果一些开放行为能

帮助本土企业更便利地赚取国内租金,则政策制定者可能也会采用.③ 非洲

—８４—

①

②

③

本地化生产 (localisation)不同于本土能力.本地化生产是指更多附加值在国境内创造 (而
非将已制造完成的零部件进口进行组装),并未对进行本地化生产的企业是否为本土企业做出要求.
通常,本地化生产政策可以依托本国国内市场,吸引外商转移较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而在吸引高

附加值生产活动上效果不佳.
即外国投资者的生产活动难以带动产业园区外的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 (spillovereffect)

有限.参见 KenichiOhno,TheMiddleIncomeTrap:ImplicationsforIndustrializationStrategies
inEastAsiaandAfrica,Tokyo:NationalGraduateInstituteforPolicyStudies,２００９.

采取保护式政策的政府可能会采取贸易上的非保护主义的手段,帮助本土企业更便利地赚

取国内的租金,如开放外商入股本土企业以获得特定技术与资金、开放贸易以获取特定中间产品保

障本土企业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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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曾普遍出现的庇护政策可属此类,且在资源行业更为常见.① 就对分工

的影响而言,受支持的企业具备预算软约束,通常效率较低且没有提高生产能

力的激励,只能依托国内市场,保持规模不大的价值链份额.因此,这类政策

虽然偶尔能通过大量无效率的资源投入创造特定中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能力,
总体来讲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规模扩大与产业升级存在抑制效应.

四是自主式政策,即政府的支持同时以是否为本土企业与是否提升绩效

为标准,政策导向为助推本土企业实现自主发展 (而非依附外商持续的投资

或依靠政府持续的保护).该政策选择性地支持本国特定企业,但前提是受

支持的企业需要提升出口绩效.当然,自主式政策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外国投

资者,出于提升本土企业绩效的考虑,政府对外国投资者也持开放态度,并

通过多种政策措施使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建立产业关联.② 该类政策类似于

东亚 “发展型国家”的政策选择.③ 就对分工的影响来说,理论上,面对境

外投资者的成本技术优势与价值链权力,本土企业很难不依靠政府支持独立

地持续提高生产能力;实践上,很难找到有国家不采取类似政策而占据价值

链高附加值部分的例子.④ 因此,采取自主式政策是培育生产能力的重要前

提,也是能否实现价值链升级的核心因素.
(二)拓展选择人理论以解释产业层面政策差异

解释上述政策差异需要一个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特征出发的框架.一般而

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 (nationbuilding)进程可能并未完全完成、国家认同

(nationalidentity)未必完全稳固,境内合法或非法的挑战执政群体的组织活跃.⑤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ThandikaMkandawire,“ThinkingaboutDevelopmentalStatesinAfrica”,CambridgeJournal
ofEconomics,Vol２５,No３,２００１,pp２８９Ｇ３１３

相关措施包括通过政府补贴、合资政策、技术支持、信息分享等方式加强本土生产者与外

国投资者间的技术合作,进而鼓励尽可能多的附加值在本土企业中创造.参见 Jostein Hauge,
“IndustrialPolicyintheEraofGlobalValueChains:TowardsaDevelopmentalistFrameworkDrawing
ontheIndustrialisationExperiencesofSouth Koreaand Taiwan”,TheWorld Economy,Vol４３,

No８,２０２０,pp２０７０Ｇ２０９２.
本文所定义的自主式政策是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发展型国家”的政策还包括其他很

多重要方面.但应无异议的是,自主式政策所描绘的对本土企业有条件的支持是 “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

征.参见StephanHaggard,DevelopmentalStat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

RobertHWade,“TheAmericanParadox:IdeologyofFreeMarketsandtheHiddenPractice
ofDirectionalThrust”,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Vol４１,No３,２０１７,pp８５９Ｇ８８０

MushtaqHKhan,“PoliticalSettlementsandthe AnalysisofInstitutions”,AfricanAffairs,

Vol１１７,No４６９,２０１８,pp６３６Ｇ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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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框架的构建需要考虑到如下特点:第一,相关国家的政治局面可能不

稳定,很多是高度竞争性的.对统治者而言,保证其个人统治存续往往是政

策制定的核心考虑.第二,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体现部分政治现实,而宗族势

力、宗教群体、地方集团等社会团体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第三,发展中国家

政府的政策能力、财政能力往往有限,难以保证很多政策同时得到严谨的贯

彻执行.

基于以上考虑,由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BruceBuenode
Mesquita)等提出的选择人理论①是合适的理论框架出发点:该理论从统治者

所面临的 “政治生存”(politicalsurvival)激励出发,重点考察其如何在资

源约束下团结部分社会群体和个人来存续统治.具体而言,该理论将政体中

的个人分为四个互相嵌套的类别 (见图２):全体民众,在决定领导人的过程

有话语权的选择人 (selectorate),选择人群体中对统治者地位存续有重要影

响的致胜联盟 (winningcoalition),以及在位的统治者 (incumbentleader).

统治者首先希望维系其致胜联盟,具体需要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满足选择人团体

的需要、提供私人物品满足致胜联盟成员的需要,进而抵抗致胜联盟内部和外

部各类社会群体试图组建新联盟、对其统治地位的挑战.但同时,在位者希望

最大化地保持他可自由支配 (discretionarycontrol)的政府资源,即排除有关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支出后余下的部分.

图２　选择人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０５—

① BruceBuenodeMesquita,AlastairSmith,RandolphMSiversonandJamesDMorrow,The
LogicofPoliticalSurvival,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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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人理论提供了描绘统治者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的框架,被广泛运用

于解释国家间宏观层面的政策差异 (如是否提供公共物品、是否倾向于发动

战争等).① 但是,该理论难以直接被运用到产业层面的政策分析:该理论的

模型没有产业差别、只有抽象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因而难以确定特定产

业对统治者政治生存激励的影响,也难以描绘统治者在不同产业的政策制定

上面临的有所差异的资源约束.因此,要用选择人理论解释产业层面的政策

差异,需要考虑统治者政策制定时在产业层面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
本文将选择人理论的框架拓展到产业层面的政策制定上,认为产业政策

的差异与两个关键的解释变量有关:一是与产业有关的居民中致胜联盟成员

的占比,二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需要的成本.前者代表了统治者面临的政

治生存激励,决定其政策目标是将该产业作为 “寻租工具”还是 “创收工

具”.后者代表了统治者面临的推行政策的资源约束,决定其最终在表２中

的政策选择 (见图３).

图３　解释变量和预期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解释变量:联盟成员占比与目标实现成本

第一个解释变量是致胜联盟成员占比.统治者首先需要满足选择人团

体、特别是致胜联盟的需要,以保障其政治地位的存续.因此,与特定产业

—１５—

① BruceBuenodeMesquitaandAlastairSmith,“LeaderSurvival,Revolutions,andtheNature
ofGovernmentFinance”,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５４,No４,２０１０,pp９３６Ｇ
９５０;BruceBuenodeMesquitaandAlastairSmith, “PoliticalSurvivalandEndogenousInstitutional
Chang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４２,No２,２０１６,pp１６７Ｇ１９７;Bruce Bueno de
Mesquita,JamesDMorrow,RandolphMSiversonandAlastairSmith,“TestingNovelImplications
fromtheSelectorateTheoryofWar”,WorldPolitics,Vol５６,No３,２００４,pp３６３Ｇ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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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居民中致胜联盟成员的比例,对统治者制定产业层面政策有着极大影

响.这里与产业有关的居民包含三类:① 一是政治精英,即维护现有政治制

度运行的精英群体:他们可能作为产业中特定企业的庇护者,或者通过各种

方式直接在企业中持股并获取利益.二是经济精英,即掌握生产资料、相关

技术和运营才能的精英群体.他们可能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或股东.三是普通

民众,即前两类精英之外的居民.他们可能是企业中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中

层领导等,或者持有相关企业的股票.
与产业有关的居民中的致胜联盟成员比例越高,统治者越倾向于将政策目

标确定为 “寻租工具”,即以租金的形式为联盟成员提供私人物品,以确保统

治者在致胜联盟中获得支持.② 这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扭曲的资源配置安排实现

的国民财富再分配,实现条件在于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进入壁垒,从而实现

特定企业对行业的垄断.反之,与产业有关的居民中的致胜联盟成员比例越

低,统治者越倾向于将政策目标定为 “创收工具”.这类工具作用有二:一是

直接拉动就业,相当于给选择人团体提供 “增长的宏观经济”与 “稳定的社会

环境”两种公共物品.二是有助于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统治者可用以扩大私人

及公共物品供给,进而维持政治生存,统治者自由支配的资源也能因而增加.

第二个解释变量是目标实现成本.统治者希望在保持执政地位的前提下

最大化可自由支配的政府收入.因此,在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尚不明确时,

统治者倾向于最小化其实现政策目标的成本,即在不持续消耗可支配资源的

前提下将产业打造为 “寻租工具”或 “创收工具”.这一成本决定了统治者

实践中的政策选择.这里的成本是指实现政策目标所需投入的政治或经济资

源,既包括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直接支持,也包括协调、动员各级政府以及

官僚体系所需的成本 (见表３).实现政策目标的成本高低,决定了统治者最

终的政策选择.

—２５—

①

②

这里将全体民众分为三组重要行为体:普通民众、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都可能在选

择人团体与致胜联盟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一分类方法参见 DaronAcemogluandJamesRobinson,

Economic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周强、陈兆源: «经济危机、政治重组与西方民粹主义———基于国内政治联盟的形式模型与经验检

验»,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７８~１０４页.
例如,在乌干达,统治者可能会制定选择性政策以支持那些 “对统治精英建立和维持致胜

联盟很重要”的部门.参见 AnneMetteKjaer,“PoliticalSettlementsandProductiveSectorPolicies:

UnderstandingSectorDifferencesinUganda”,WorldDevelopment,Vol６８,２０１５,pp２３０Ｇ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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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实现政策目标的成本

政策目标 目标实现成本 (实现政策目标所需投入的政治或经济资源)

寻租工具
阻碍国内、国际潜在竞争者进入该产业的成本

国内市场规模 (国内市场获取单位租金所需要的成本)

创收工具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绝对成本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机会成本 (不支持该产业外其他 “寻租工具”
与 “创收工具”的代价)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 “寻租工具”来说,统治者倾向于在不持续消耗可支配资源的情况

下,保障特定产业中致胜联盟成员所获得的租金.具体来讲,其成本考虑有

二:一是阻碍国内、国际潜在竞争者进入该产业的成本.创造租金的前提是

以行政保障垄断,而这需要以直接补贴确立被保护企业的成本优势、动员地

方政府与官僚体系维持对试图进入者的惩罚,以及在该产业外的政策领域所

做的让步 (以应对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的压力).二是国内市场规模.其他

条件相同时,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则同样的保护式政策可以带来更大的租金

收益,即单位租金所需要的成本越小.
维持 “寻租工具”功能所需的成本越小,则统治者越倾向于直接无条件

给予特定国内企业政策支持,即制定关注本土能力、忽略绩效要求的保护式

政策.相反,维持 “寻租工具”功能所需的成本越大,则意味着统治者无法

通过不持续减少可支配资源的方式维护特定致胜联盟成员所获得的租金.为

了减少其可支配资源的损失,统治者的最优选择为主动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

高,依靠出口市场获取的收益来满足产业中致胜联盟成员的利益诉求.在这

种情况下,统治者会选择走上政府与企业合作、以 “裙带资本主义”积极推

进出口导向发展的道路,提供既关注本土能力、又关注绩效要求的自主式政

策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统治者并不倾向于选择这种

政策,因为出口绩效要求会对产业中的致胜联盟成员造成压力,使其获取利

益的不确定性更高.前述多纳及合作者的系列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详细论证

了统治者选择自主式政策的类似逻辑,本文不再详述.①

—３５—

① 多纳的理论已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一些东北亚经济体出现强制度能力和自主式政策.
本文重点则放置在解释导致表２中其余三种政策出现的政治原因 (如上所述,它们也是绝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在产业层面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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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创收工具”来说,统治者倾向于以短期可支配资源的减少换来其长

久的增加,即希望以较小的投入快速、持续地创造稳定的收入来源.决定成

本的因素有二:一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绝对成本,有关措施可能涉及协

调投资以建设生产网络,帮助企业获得资金、先进技术与信息,提升基础设

施与制度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等.① 二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机会成本,
即不支持该产业外的其他 “寻租工具”与 “创收工具”的代价.② 具体而言,
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统治者倾向于首先将资源投入对维持致胜联盟有重要

影响的政策领域,对 “创收工具”的支持则处于次要地位.在 “创收工具”
之间,单位收益所需成本更小的产业更容易获得支持.

实现 “创收工具”功能需要的成本越低,则统治者对该产业提供支持的

可能性就越高.由于支持产业发展需要投入的资源不会危及用来维护致胜联

盟的资源,又能带来长期的预期收益上涨,统治者更倾向强调绩效要求.同

时,因为培育本国生产能力的投入要求、时间周期与潜在风险远大于直接引

进成熟的境外投资者,以成本最小化为激励的统治者倾向于忽略本土能力,
即采取依附式政策.相反,实现 “创收工具”功能需要成本越高,则统治者

对该产业提供持续支持的可能性就越低.由于该产业对统治者的政治生存影

响有限,支持该产业又会极大地损失可支配资源,统治者更倾向于不对该产

业提供任何选择性支持,是一种既不强调绩效要求、也不强调本土能力的中

立式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对 “创收工具”来说,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统治

者都不会重视建设本土生产能力.
图３总结了本文的理论框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论述认为联盟成员

占比与目标实现成本是特定政策选择的 “前置条件”(antecedentcondition),
即如图３所示,变量赋值会极大影响后者出现的概率.③ 换言之,本文不认

为其余因素一定不会影响上述机制,也不排除其他因素可以导致特定的政策

选择.此外,如上文所述,政策选择虽然是决定分工角色的重要变量,但后

—４５—

①

②

③

王勇、朱雨辰:«论开发区经济的平台性和政府的作用边界———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视角»,
载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第１２~１９页.

这里讨论机会成本的原因在于,“寻租工具”涉及统治者的政治生存,故统治者支持相关产

业的决定不会受到其他产业的影响.而对 “创收工具”的支持与否并不直接威胁政治生存,故而往

往统治者会在不同产业间进行权衡.
有关前置条件的讨论,参见CharlesCRagin,RedesigningSocialInquiry:FuzzySetsand

Beyon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２００８,pp１０９Ｇ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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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诚然,如下节的案例研究中所述,本文所提出

的机制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东南亚各国汽车产业的政策选择与分工角

色差异.

四、案例研究: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汽车政策的比较分析

(一)案例选择与背景信息

为了探究统治者的激励与约束是否及如何对政策选择、进而对分工角色

造成影响,本文采用了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能通过选择具有相似

初始条件、但结果不同的案例来探索因果机制.① 本文比较了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中后期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国的汽车产业发展.之所以选择汽车产

业,首先是因为其本身的重要性:汽车是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对一国的工

业发展有强大的乘数效应.此外,更重要的是,三国案例接近 “最相似”的

研究设计,可以尽量减少需要考虑的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数量.
三国具备相似的发展汽车产业的初始条件.② 三国汽车产业都起步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以整车维修业务和进口散件组装为主.７０年代中后期开

始,区域汽车生产商 (主要来自日本)开始寻求将一些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

东南亚地区,借以降低生产成本与开拓新市场.这为三国依靠既有产业基础

发展整车制造、通过参与汽车价值链进行产业扩张与产业升级带来了机会.
为了由维修与组装转向制造,三国都曾计划使用选择性政策来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早期的政策议程也都同时包括出口绩效要求和本土能力

建设.在这个阶段,三国汽车产业发展水平大致相当 (菲律宾相对略高),
他们的劳动力工资和工业生产水平相似,对日本汽车制造商来说一定程度上

是可相互替代的投资目的地.
然而,三国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与分工结果.从７０年代中后

期开始,三国在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上逐渐呈现显著不同,在汽车出口量、
本地化生产程度、技术水平、本土生产能力等指标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目

—５５—

①

②

有关 比 较 案 例 研 究 的 方 法 介 绍, 参 见 Charles CRagin,TheComparative Method,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７.

RichardFDoner,DrivingaBargain:AutomotiveIndustrializationandJapaneseFirmsin
SoutheastAs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９１,pp２３Ｇ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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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价值链分工而言,在规模上,泰国为区域汽车制造枢纽,生产规模最

大,菲律宾则次之,而马来西亚的汽车产业出口乏力,更多地服务国内市场

(见图４、图５、表４).在层次上,三国都没有如韩国一样发展出本土的具备

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汽车制造商:泰国是跨国汽车制造商的生产基地与区域枢

纽,马来西亚在生产规模与技术上处于中等水平,菲律宾则技术水平较低、
专注于全散件组装与某些零部件的生产 (见图６).

图４　东南亚主要生产国汽车产业出口增加值 (２０１８年)(单位:百万美元)

说明:文莱、柬埔寨、缅甸等国出口规模过小,故未列入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OECDTIVA 数据库自制,https://wwwoecdorg/sti/ind/

measuringＧtradeＧinＧvalueＧaddedhtm

图５　东南亚主要生产国汽车产量与国内销售量 (２０１８年)(单位:千辆)

说明:文莱、柬埔寨、缅甸等国出口规模过小,故未列入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ASEANAutomotiveFederation数据自制,https://wwwaseanＧ
autofedcom/statisticshtml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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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三国汽车企业与劳动力概况 (２０１８年)

组装企业数量 零件供应商数量 装配和零件产业的雇佣情况

马来西亚 １１ ６４０ ２５００００

菲律宾 １１ ２７２ ３４８０００

泰国 １８ ２３９０ ５２５０００

资料 来 源: 作 者 基 于 ASEANＧJapan Center 数 据 自 制,https://wwwaseanorjp/ja/wpＧ
content/uploads/sites/２/GVC_ Automobiles_PaperＧ１２_JanuaryＧ２４Ｇ２０２０ＧwebＧ_editedpdf

图６　汽车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路径

说明:国家名称位置代表其汽车产业在产业链分工的大致位置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相关资料自制,参见 PetrPavlínek,“GlobalProductionNetworks,

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SupplierLinkagesintheIntegratedPeripheriesoftheAutomotive

Industry”,EconomicGeography,Vol９４,No２,２０１８,pp１４１Ｇ１６５

既有文献中的四种途径难以解释这种不同 (见表１).第一,就国际因素

来讲,WTO 协议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对三国造成了类似的政策空间限制,
亚洲金融危机等国际冲击也造成了类似的出口市场萎缩.第二,三者都没有

强大的制度能力,也都不面临系统性威胁.它们是彼得埃文斯 (Peter
Evans)定义的 “中间国家”(intermediatestate),即虽然在实现特定目标方

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能力,但它们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却缺乏连贯性.①

第三,三者都在部分产业出现了 “恩庇—侍从关系”,在另一些产业则无.②

第四,三国政府早期对汽车产业的政策愿景较为类似,四十年间也经历了统

治者的数次更迭,我们难以用统治者理念来解释三国汽车政策的不同.

—７５—

①

②

有关 中 间 国 家 的 讨 论 参 见 PeterBEvans,EmbeddedAutonomy:Statesand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相对来讲,菲律宾的制度能力要更

弱一些.然而,该国同时期也出现了高效的灌溉管理系统,证明其政府有能力提升特定部门的制度

能力.此外,菲律宾的产业基础较好,似可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制度能力较弱带来的 “不可比”风险.

RichardFDoner,ThePoliticsofUnevenDevelopment:Thailand’sEconomicGrowthin
ComparativePerspectiv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p１Ｇ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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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总结了案例中本文所关注变量的取值.在下文的案例研究中,我们

首先重点关注三国开始发展整车制造时的联盟成员占比与目标实现成本,因

为初期的决定往往带来了政策惯性与路径依赖.进而我们关注两个变量的演

变,并探究这样的演变怎样影响了三国的汽车政策走向.

表５　联盟成员占比、目标实现成本与汽车政策选择

马来西亚汽车产业 泰国汽车产业 菲律宾汽车产业

联盟成员占比 高 低 低

汽车产业的马来族裔

工人与商业精英

汽车产业有关居民并

非 “与建制相关”
汽车产业并非联盟中

寡头势力关注的重点

政策目标 寻租工具 创收工具 创收工具

目标实现成本 低 低 高

确立垄断阻力较小
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
规模经济

官僚效率低、基础设

施差

较大规模国内市场
无其他产业明显具备

更高回报

可选择支持劳动力出

国务工及其他低端服

务业

政策选择 保护式政策 依附式政策 中立式政策

支持本土 “领军企业” 不关注自主品牌 不持续支持本土企业

不以出口绩效为条件
补 贴 出 口 绩 效 佳 的

外商
不持续支持出口导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马来西亚汽车产业:保护式政策

在马来西亚当局决定发展整车制造时,马来西亚统治者的致胜联盟正由

马来族群所主导,统治者也致力于建立马来人的经济特权地位.在马来政坛

享有主导地位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巫统”)代表着约占人口三分之二的马

来土著 (Bumiputera,意为 “大地之子”)的利益.①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Mohamad)于１９８１年成为马来西亚总理.尽管他声称要从韩国

等成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中学习,但他广泛地推行了庇护主义式的政策以巩

—８５—

① NoriyukiSegawa,“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Prospects for NationalIntegration”,

NationalismandEthnicPolitics,Vol１９,No２,２０１３,pp２１０Ｇ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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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自己的地位,① 其目的是通过确保马来人从政府直接支持的集团企业中获

益,借以巩固马来人社区对其个人统治的支持.此前,巫统已经推出了新经

济政策 (NewEconomicPolicy),宗旨是通过国家干预将资源贸易等行业创

造的财富重新分配给马来人.马哈蒂尔在此基础上发起了第二阶段的新经济

政策,将其延伸到资本密集型行业.②

此时,汽车产业的马来人参与者是致胜联盟的一部分,这也使马哈蒂尔

有将政策目标确立为 “寻租工具”的激励.具体而言,该行业可以通过两种

方式为联盟的存续服务.第一,从事汽车制造或零部件生产的马来人中小企

业家和工人的成功可以 “象征马来人的繁荣”.③ 这有助于统治者在选举中获

得马来普通民众的支持,并在经济上将作为潜在反对力量的华裔边缘化.第

二,更重要的是,由马来人主导的公司往往成为马来人经济精英从国家攫取

租金的主要渠道;一些公司还与巫统政客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统治者需要

确保这些公司可以从政府持续地获得利益,以维持有关政治精英的支持.④

保护本国汽车生产企业垄断利益所需要的成本也较为可控.第一,确立

垄断地位所面临的阻碍较少.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丰富,国有企业可轻松依赖

种植业、采矿业等初级产品出口渠道获得资金,这确保了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等机构可以持续地投入资源扶持马来人主导的企业 (见图７).第二,马来人

主导企业垄断的确立,确实会伤及既有的华人主导的从事零配件生产与组装

的企业的利益.但是,分散的格局与较小的规模令华人群体很难实现有组织

的反对,政治上的边缘化与污名化也加大了华人群体反抗的难度.由于既有

投资规模有限,日本汽车生产商倾向于直接寻找周边的替代投资地 (特别是

—９５—

①

②

③

④

EdmundTerence Gomez,“ResistingtheFall:TheSingle DominantParty,Policiesand
ElectionsinMalaysia”,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Vol４６,No４,２０１６,pp５７０Ｇ５９０

JamesJJesuadson,“TheSyncreticStateandtheStructuringofOppositionalPoliticsin
Malaysia”,inGarryRodaned,PoliticalOppositionsinIndustrialisingAsia,London:Routledge,

１９９６,pp１２８Ｇ１６０
KunalSenand Matthew Tyce,“TheElusiveQuestforHighIncomeStatusＧMalaysiaand

ThailandinthePostＧcrisisYears”,StructuralChangeand EconomicDynamics,Vol４８,No１,

２０１９,pp１１７Ｇ１３５
EdmundTerenceGomez,JomoKwameSundaramandTerenceGomez,Malaysia’sPolitical

Economy:Politics,Patronage and Profi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７,

pp１１７Ｇ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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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而非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异议.① 第三,马来西亚具备东南亚国家中

较大的国内市场,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相对较高.② 在施加有效进入壁垒的

前提下,可以维持本土受保护企业的运作.综合来讲,马来西亚较为可控的

目标实现成本,与韩国开始发展汽车产业时的所面临的资源紧张格局形成了

鲜明对比.③

图７　三国初级产品出口和自然资源情况 (１９８０年)

资料 来 源:作 者 基 于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自 制,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source/worldＧdevelopmentＧindicators/

由于建立 “寻租工具”的成本较为可控,马哈蒂尔直接给予国内特定企

业巨额支持以扩大本土生产能力.在他主导下,马来西亚于１９８１年出台了

“国家汽车计划”,其目的是在汽车制造领域创造由马来人完全控制的 “民族

领军企业”(nationalchampions);从８０年代后期开始,当局又出台了 “供
应商发展计划”,旨在培育由马来人控制的、专门从事零部件生产的本土中

小企业.④ 两个计划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关税、增加本地生产要求、免税、

—０６—

①

②

③

④

RichardFDoner,DrivingaBargain:AutomotiveIndustrializationandJapaneseFirmsin
SoutheastAs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９１,pp９６Ｇ１２５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１９８０年马来西亚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为１６３５５８美元,是泰国的１７８倍.

RichardFDoner,GregoryWNobleandJohnRavenhill,ThePoliticalEconomyofAutomotive
IndustrialisationinEastAsia,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１,pp１５５Ｇ１９６

Mohamad Rosli and Fatimah Kari,“Malaysia’s National Automotive Policy and the
PerformanceofProton’sForeignandLocalVendors”,AsiaPacificBusinessReview,Vol１４,No１,

２００８,pp１０３Ｇ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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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政府采购和鼓励消费等.① 两个计划均得到了顺利实施.１９８２
年,第一个重点支持的领军企业宝腾 (Proton)成立,由马来西亚重工业公

司控股、并受到日本三菱公司的支持,很快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汽车生产

商,截至８０年代后期,它占据了大约５０％ 的市场份额.② 另一个领军企业

小型汽车生产商第二国产车 (Perodua)成立于１９９３年.由于政府强力支持,
本土供应商的数量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７家急剧增加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３４家 (绝大多数由

马来人控制).宝腾的本地生产比例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８％上升到１９９２年的８０％.③

同时,统治者并无施加出口绩效要求的激励.严格的出口绩效要求将使

统治者难以向 (往往效率低下的)特定联盟成员直接分配租金.对汽车领军

企业的马来人股东来说,这些领军企业 “只不过是提供恩庇的工具”;④ 他们

明确表示反对出口绩效要求,因为强加这些要求意味着限制他们从政府 “轻
松赚钱”的能力.⑤ 因此,出口绩效要求并未成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政府

支持资源的分配完全取决于这些公司是否由马来人所控制.此外,政策执行

部门缺乏技术专家,使得在缺乏出口绩效标准的情况下,评估企业生产率的

提升与否并不容易.⑥ 对汽车制造商的优惠政策和保护主义措施 (诸如５０％
的消费税折扣等)与公司业绩完全无关.⑦ 尽管宝腾于１９９６年并购了高端汽

车制造品牌莲花 (Lotus),但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专项措施与激励安排来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总结参见 WanＧPingTaiandSamuelKu,“StateandIndustrialPolicy:ComparativePolitical
EconomicAnalysisofAutomotiveIndustrialPoliciesinMalaysiaandThailand”,JournalofASEAN
Studies,Vol１,No１,２０１３,pp５５Ｇ８２.

KaoruNatsuda,NoriyukiSegawaandJohnThoburn,“Liberalization,IndustrialNationalism,

andtheMalaysianAutomotiveIndustry”,GlobalEconomicReview,Vol４２,No２,２０１３,p１２０
Mohamad Rosli and Fatimah Kari,“Malaysia’s National Automotive Policy and the

PerformanceofProton’sForeignandLocalVendors”,AsiaPacificBusinessReview,Vol１４,No１,

２００８,pp１０３Ｇ１１８
KunalSenand Matthew Tyce,“TheElusiveQuestforHighIncomeStatusＧMalaysiaand

ThailandinthePostＧcrisisYears”,pp１２４Ｇ１２６
JomoKwameSundaram,“TheProtonSage:MalaysianCar,MitsubishiGain”,inJomoKwame

Sundaramed,Japanand MalaysianDevelopment:IntheShadowoftheRisingSun,London:

Routledge,１９９４,pp２６３Ｇ２９０
NoriyukiSegawa,Kaoru NatsudaandJohn Thoburn,“Affirmative Action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The Dilemmas ofthe Malaysian AutomotiveIndustry”,AsianStudies Review,

Vol３８,No３,２０１４,pp４２２Ｇ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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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宝腾通过并购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在 “供应商发展计划”中,超过９０％
的计划资金用于两项专供马来人供应商的子计划.① 由于严格的本土企业支

持没有以出口销售等公司业绩条件作为补充,本土生产商的汽车零部件价格

高且质量低.因此,本土供应商在出口市场上从来没有竞争力,并成为汽车

制造领军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负担.
此后,马哈蒂尔及后继的统治者面临着变动愈加频繁的致胜联盟.从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因为精英矛盾、公民社会力量的崛起等因素,代表马

来族群的政治集团走向分裂,联盟面临的外部威胁日益加大,内部不稳定因素

也急剧增大.马哈蒂尔２００３年下台后,他的继任者巴达维和纳吉布面临着将

各自联盟团结在一起的越来越大的压力.② ２０１８年,马哈蒂尔在反对党联盟

希望联盟的支持下再次就任总理,此后马来政坛又经历了总理更替.这样的

动荡虽没有改变马来族群主导的政治格局,但无疑让致胜联盟更加脆弱.③

为了维系脆弱的联盟,统治者拉拢与汽车产业有关联盟成员的需求也愈

加迫切,而成本也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控.马来人主导的汽车生产商与

零部件供应商在政府的保护下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势

力.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巫统越来越受到对立政治团体的威胁,马哈蒂尔更

加依赖于庇护主义式的政策制定以维持其地位,而宝腾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

要渠道.２００３年马哈蒂尔卸任后仍留在公司的顾问委员会,巴达维与纳吉布

也只得维持既有分租格局来安抚其派系,也同时谋求建立自己的荫庇网络.④

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２００８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的

就业,对统治者来说,支持汽车产业民族领军企业对维持马来人就业、确保

巫统票源很重要.⑤ 与此同时,实现 “寻租工具”政策目标的成本仍然在统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MohamadRosliandFatimahKari,“Malaysia’sNationalAutomotivePolicyandthePerformance
ofProton’sForeignandLocalVendors”,AsiaPacificBusinessReview,Vol１４,No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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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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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的接受范围内.除了前述早期降低成本的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外,统治者

继续推行保护式政策所遇到的政治阻力显著减小:因为长期的歧视政策,华

人主导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已日渐式微,华商群体逐渐接受汽车产业为马来人

受保护领域的现实.
虽然具体措施有所调整,马来西亚历任统治者也并未改变保护式政策的

取向.出于亚洲金融危机后吸引资本与技术、解决领军企业低效与亏损问题

的考虑,也受到国际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马来西亚政府对国外投资者逐

渐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尽管如此,马哈蒂尔压制了将宝腾 “国际化”的呼

声,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控股宝腾;在２１世纪初 WTO 规则生效后,
政府也迅速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领军企业免受影响的措施.① ２００６年,马来政

府开始推出 “民族汽车政策”,致力于全面增强对领军企业的扶持.在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依然坚持马来族裔对宝腾和第二国产车等汽车企

业的控制.② 此后的三版 “民族汽车政策”(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２０２０)重申了对这

一路线的支持,并致力于将吸引外资与发展民族企业相结合,发展区域汽车

制造中心泰国相对忽略的高端车与电动车等.回归的马哈蒂尔甚至主导了第

三家民族领军企业的建立.③ 但是,既有的国内市场规模难以支持领军企业

的进一步扩张,带来了相关企业的生产效率停滞,这使支持有关企业的经济

成本开始上升.统治者开始着手以国内垄断地位吸引境外投资者入股,甚至

最终因较大的亏损规模使中国公司吉利收购了宝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

来人精英与民众仍通过持股或受雇等方式直接从宝腾获取利益,汽车产业

“寻租工具”的作用与保护式政策取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④

综上所述,汽车产业中较高的致胜联盟成员占比 (马来精英与选民)使

统治者一直将该产业作为 “寻租工具”,借以通过利益输送稳定相关联盟成

—３６—

①

②

③

④

Rajah Rasiah,“TradeＧrelated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underthe WTO:The Malaysia
Experience”,GlobalEconomicReview,Vol３４,No４,２００５,pp４５３Ｇ４７１

RichardFDonerandPeterWad,“FinancialCrisesandAutomotiveIndustryDevelopmentin
SoutheastAsia＂,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Vol４４,No４,２０１４,pp６６４Ｇ６８７

“PutrajayaAppointsDreamEDGEtoProduceMalaysia’sThirdNationalCar”,MalayMail,

August９,２０１９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开放外资收购并不等同于依附式政策:领军企业仍然受到政府保护

且不以出口绩效为标准,马来人精英与民众仍通过领军企业获取租金收益.从便利马来人精英与民

众获取垄断租金的意义上来说,外资入股后的宝腾至少仍部分属于 “本土企业”.当然,宝腾被收购

后的发展还有待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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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支持.与此同时,潜在反对者难以形成政治阻力的现实与较大规模的国

内市场,也令目标实现成本不至于过高.因此,统治者一直采取保护式政

策,选择性地支持本土生产能力建设,而忽视对出口绩效的要求.因为持续

的政策支持,马来西亚汽车产业在本土生产能力上有所进步,但在出口规模

增长、技术水平进步、吸引尖端技术上进步迟缓,对价值链的参与也长期得

不到进一步的扩大与深化.①

(三)泰国汽车产业:依附式政策

在开始发展整车制造时,泰国统治者正通过多种手段艰难地维持着致胜

联盟的稳定.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８年,炳廷素拉暖 (PremTinsulanonda)担

任该国总理,他的联盟成员包括 “未经选举的精英阶层” (王室—保皇派与

军队)和代表商业团体利益的社会行动党.为了让脆弱的联盟存续,炳将许

多利润丰厚行业 (如石油化工等)的利益输送给了他的盟友.同时,他也无

法阻止各个政治派别和商业集团在其他行业的激烈竞争.为了促进经济增

长,炳也积极启动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② １９８８年炳退休后,政治派别

竞争加剧:绝大多数联盟在出现的一年内就因军方政变或不信任投票而瓦

解.③ 统治者越来越依赖金钱政治来维持他们的联盟,并倚靠外国投资者来

维持经济增长.

与泰国汽车产业有关的精英与民众从来都不是致胜联盟的重要成员,实

现政策目标所需成本也较低.汽车企业并非 “与建制相关”:碎片化的产业

结构和微薄的利润率不能激发王室的兴趣,皇室资产管理局并没有积极参与

和汽车产业有关的生产与经营活动.④ 而统治者试图通过吸引外国汽车制造

商来实现出口导向型增长,以促进就业、增加政府收入和外汇,从而确保其

自身的统治.就绝对成本而言,由于未受殖民统治以及拉玛五世的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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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hamSiewYean,“GlobalTrendsandMalaysia’sAutomotiveSector”,JournalofSoutheast
AsianEconomies,Vol３８,No２,２０２１,pp１８７Ｇ２０６

PeterGWarr,TheThaiEconomyinTransi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３
PasukPhongpaichitandChrisBaker,Thailand:EconomyandPolitics,OxfordandBangkok:

OxfordUniversityPressandAsiaBooks,１９９７
参见 Mushtaq HKhan,“PoliticalSettlementsandthe GovernanceofGrowthenhancing

Institutions”,SOASWorkingPaper,２０１０,pp８４Ｇ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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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泰国不仅形成了地位较为稳固、经济管理能力较强的官僚群体,①

也拥有相较于菲律宾等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更强的制度能

力,进而使汽车政策可以较迅速与完整地得到推行.② 因此,面对经济导向

的、效率较高的官僚系统,汽车产业的国际投资者能以相对更低的成本在泰

国解决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等问题.就机会成本而言,炳通过在石化等行业

的利益输送措施保障了重要联盟成员的利益,支持汽车产业并不额外造成严

重的政府资源负担;此外,政府并无回报更为丰厚的潜在创收机会:纺织等

已较为成熟的产业发展乏力且附加值提升空间有限,重工业等其他附加值更

高的产业又已经被联盟成员占据作为获取租金的渠道,或需要大额初始投资

才可以实现发展.③

因此,从最初鼓励整车制造时开始,泰国政府就将汽车政策的重点放在

激励外资企业提升出口绩效上.统治者希望在政府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最大

限度地提高该产业对宏观稳定、政府收入和贸易平衡的贡献.具体措施包括

政府采购、税收优惠和本地化生产要求④等.在决定补贴分配时,政府选择

出口市场上表现最好的企业给予支持,设定了有时限的出口绩效目标并严格

遵守.统治者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出口的目标,与日本跨国公司 (如三菱)
让泰国成为区域汽车生产基地的意愿相吻合.其结果是日本投资激增,曼谷

附近的汽车集群迅速出现,８０年代中期汽车本地生产比率也迅速增加 (至

５０％).然而,汽车政策很少关注本土能力的建设.与外资企业相比,生产

规模较小的本土企业更难以实现本地化生产要求,但泰国政府并没有出台针

对本土企业的扶持政策来克服相关困难.⑤ 虽然部分技术官僚曾计划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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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克里斯贝克:«９０年代泰国的政权转变»,载 «南洋资料译丛»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页.

Prasert Yamklingfung,From Bureaucratic Polityto Unstable Democracy:Politicsand
GovernmentＧBusinessRelationsinThailand,Okayama:KibiInternationalUniversity,１９９４

KunalSen and Matthew Tyce,“The politicsofStructural (de)Transformation:The
UnravellingofMalaysiaandThailand’sDualisticDealsStrategies”,inLantPritchett,KunalSen,and
EricWerkered,DealsandDevelopment:ThePoliticalDynamicsofGrowthEpisodes,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pp２８５Ｇ３３８
如前所述,本地化生产不等同于本土能力.事实上,如下文所述,泰国政府的本地化生产

要求,主要着眼点是激励跨国企业加大投资,而非鼓励本土企业增强生产能力.

RichardFDoner,ThePoliticsofUnevenDevelopment:Thailand’sEconomicGrowthin
ComparativePerspectiv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pp２２８Ｇ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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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万美元为本土企业提供技术培训,① 但由于财政短绌与缺乏统治者的支

持,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提议.
在８０年代中期取得初步成功后,泰国政府寻求进一步推出政策措施鼓

励出口.政府增加了以出口业绩为条件的税收激励措施,并减少了关税保护

以吸引外资.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工业部和投资委员会明确关注规模经济和

出口绩效,他们的支持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组装厂商和零部件生产商.技术

官僚与技术专家们曾密集表达对缺乏本土能力的担忧,泰国政府相关部门也

就促进本土汽车生产能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产生了众多旨在鼓励本土生产

的 “总体规划”提案.② 然而,由于统治者的协调与资源投入有限、本土生

产者边缘化以及外资企业的抵制等原因,这些 “总体规划”未能得到重视与

实施,很少能成为真正的汽车政策.总体来讲,本土零部件生产企业在技术

和劳动力培训改进方面获得的支持远不充分.

２１世纪初,他信西那瓦 (ThaksinShinawatra)的胜选打乱了原有的

致胜联盟格局,更加剧了政治竞争.２００１年,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以显著多

数赢得议会全国大选.他信背靠因新兴产业发展而壮大起来的新资本集团,
也积极向农村精英和小企业寻求支持.他的经济政策鼓励进一步提高出口竞

争力,也向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和中小企业提供大量政府补贴.③ ２００６年,
他信因政变下台.然而,他的派系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权力与号召力,并在随

后的几次选举中获胜,又多次被抗议者推翻.２０１４年以来,反他信势力对他

信派系进行着持续打压.④ 这样的争端体现出泰国统治者统合一个致胜联盟

的困难:王室—保皇派与军队、城市中产阶级、曼谷政商集团与他信派系

(新兴资本集团以及农民)之间巨大的分歧愈加成为纷争的主线.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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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GM ReceivesaStandardPackageofIncentivesinThailand”,NewYorkTimes,May３１,

１９９６．
SakkarinNiyomsilpa,“IndustryGlobalized:TheAutomotiveSector”,inPasukPhongpaichit

andChrisBakereds,ThaiCapitalafterthe１９９７Crisis,Bangkok:SilkwormBooks,２００８
周方冶:«全球化进程中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 “充足经济”哲学的理论、实践与借鉴»,

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３６~４５页.
周方冶:«泰国后普密蓬时代的政局走势与对华关系»,载 «当代世界»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

３０~３３页.
周方冶:«泰国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动力、路径与困境»,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第６８~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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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泰国汽车产业供应链结构 (２０１８年)

说明:股权相当,是指泰国股东和外国股东所持股权相等 (各占５０％)的情况

资料来源:“ReportonPolicyRecommendationsforNewThaiAutomotiveIndustry”,

ThailandAutomotiveInstitute,July２５,２０１９,http://wwwthaiautoorth/２０１２/back

office/file_upload/research/２８１２５６３８４８２３１pdf

　　尽管政局混乱,泰国历届统治者面对的激励与约束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更

动.第一,由于一直以来大部分的政府补贴都给予了外资企业、缺乏对本国

企业的扶持,外国投资者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了绝对主导.例如,亚洲金融

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２３０家外资一级供应商都继续营业,而６００多家泰国

小型供应商被外资企业收购或宣布破产.① 由于泰国政府取消了外国持股

４９％的上限要求,外资进一步大举进入汽车产业.外商主导的格局使得泰国

政治与经济精英的利益进一步远离汽车产业,导致该产业中致胜联盟成员比

例有限.第二,在政治竞争中不断扩大的政府支出限制了统治者的可支配收

入,导致统治者更加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快速获取收益,进而维持经济增

长、创造政府收入和维持就业水平 (例如,２００４年,大约 ８％ 的泰国劳动

力与汽车行业相关②),这让专门支持外资企业的政策几乎没有阻力.第三,
泰国逐渐在外资的主导下建立起生产网络,并成为区域生产枢纽,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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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RichardFDonerandPeterWad,“FinancialCrisesandAutomotiveIndustryDevelopmentin
SoutheastAsia”,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Vol４４,No４,２０１４,pp６７５

“Autoreport２００６/０７”,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s’Federation,２００７,https://www
yumpucom/en/document/read/２６２８７０８５/imfＧautoＧreportＧ２００６Ｇ０７ＧinternationalＧmetalworkersＧ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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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的规模效应也令其进一步支持扩大出口的成本降低.①

因此,面对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的外部变化以及他信下台后的内部动荡,
泰国统治者一直选择进一步补贴外资企业的出口活动;与之相对,由于汽车

产业仍处于各派系利益之外,政府对本土汽车生产企业的支持很少.② 例如,

２００２年的 “新汽车投资政策”将几乎所有可用资金都提供给了外资企业.③

而到２００７年,泰国已成为区域最大的汽车出口商,但五家跨国公司仍控制

着泰国９８％ 的汽车生产.④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者的声音基本上

消失了” (见图８).⑤ 在此期间,泰国政府虽然对金融危机做出了相当积极

的反应,推出了新的投资激励措施,提高了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并制定了明

确的扶持战略,但是基本所有措施都以深化和扩大对外资企业的帮扶为主,
忽视了对本土供应商的支持.⑥ 这导致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汽车企业和本土

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弱.⑦ 此后,泰国在自动化制造与电动汽车上有所

进步,但本土企业仍然缺位.
综上所述,由于泰国主要政治派系对在汽车产业寻租缺乏浓厚的兴趣,

该产业中致胜联盟成员的占比一直较低,统治者倾向于将汽车产业作为维持

宏观经济稳定和政府收入的 “创收工具”.与此同时,相对较为独立的技术

官僚与规模经济使实现政策目标的成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统治者一

直选择依附式政策,即以出口业绩为条件支持外资企业.这种方法损害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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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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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FDoner,GregoryWNobleandJohnRavenhill,ThePoliticalEconomyofAutomotive
IndustrialisationinEastAsia,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１,pp９３Ｇ１２５

尽管在他信第二任期内,联盟中的少数中小企业从事零部件生产,但与其他联盟成员相比,
该组织几乎没有影响力.参见PasukPhongpaichitandChrisBaker,Thaksin,２nded,ChiangMai:

SilkwormBook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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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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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FDonerandPeterWad,“FinancialCrisesandAutomotiveIndustryDevelopmentin
SoutheastAsia”,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Vol４４,No４,２０１４,pp６７３Ｇ６７６

PatarapongIntarakumnerd,“TechnologicalUpgradingandChallengesintheThaiAutomotive
Industry”,JournalofSoutheastAsianEconomies,Vol３８,No２,２０２１,pp２０７Ｇ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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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本土企业生产能力的目标,虽然有关自主品牌、本土企业的倡议一度出

现,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却很少受到关注.泰国汽车产业在出口绩效上是

成功的,“但技术的所有权和利润是外国的”,该国进一步升级在价值链上位

置的前景并不明朗.
(四)菲律宾汽车产业:中立式政策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菲律宾开始发展整车制造时,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

科斯 (FerdinandMarcos)正致力于巩固致胜联盟以维持其威权体制.菲律

宾的致胜联盟中,寡头势力一直占据着重要的角色,１６０个左右大大小小的

家族以土地、工商、甚至私人军队为基础,在地方施加影响.① 这一时期,

马科斯尝试利用中下层民众对寡头垄断的不满,同时加强与城市中产阶级与

技术精英合作,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他致力于清剿私人武装、压制地主与

家族,也急于通过 “新社会运动”与出口导向政策来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增

长,赢得民众支持.② 然而,马科斯统治中后期开始寻求在私人关系网络的

基础上建立集权,使他走向了中产阶级、中下层民众、寡头家族等 “几乎所

有人的反面”.③

汽车产业并非寡头势力关注的重点.菲律宾寡头并非进行行业垄断,而

是以地区垄断、跨行业经营为特点.寡头势力的兴趣也不在制造业,如长期

以来,半数以上的议员 (通常被认为是寡头势力代理人)的经济利益与农业

及其相关产业有关.④ 寡头势力并不特别关注汽车制造与出口所能带来的利

益,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汽车生产需要实现规模经济,分散的家族寡头结

构意味着对任何寡头集团来讲达成规模经济较为困难.第二,更重要的是,

相比于承接产业转移,寡头集团有利润更高的投资方向.依托于裙带政治进

行的不动产与金融投机,或者依靠于土地与政治庇护所取得的垄断利润 (如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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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阳:«民主制度之 “踵”:家族式恩庇侍从关系与菲律宾政治»,载 «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５期,第１９~３６页.

汪慕恒、蒋细定:«战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战略»,载 «南洋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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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体量尤为突出的电力部门),其回报都要远高于制造业投资.①

马科斯确实看到了汽车产业作为 “创收工具”的机会.借助民众改变经

济效率低、不平等固化局面的愿望而获得支持的马科斯,在建立威权统治后

不久加大了对出口导向型工业的支持,希望借以改善中下层民众的就业与收

入、为中产阶级与技术人才提供工作机会.１９７３年,菲律宾政府出台了第一

个系统性的汽车产业政策 “进步汽车制造计划”.其政策目标与同时期泰国

的政策类似,着眼于吸引外商投资、提升本地生产份额、促进汽车零件出

口、禁止整车进口.经济官僚也提出了制造 “本地民族车” (sakbayan,即

不依赖关键零部件进口的汽车)的倡议.此后,马科斯政府又陆续推出了配

套的卡车、内燃机制造政策.
然而,实现政策目标的成本让马科斯难以承受:第一,行政阻力较大.

历史原因使得本土技术官僚阶层难以出现,进而导致经济管理的行政效率低

下.马科斯虽曾试图推动官僚机构严格执行其汽车政策,但是这样的尝试遇

到极大的阻力.② 第二,财政资源不足.一方面,为了应对寡头带来的挑战,
统治者忙于使用国家资源来扶持忠于自己的精英群体,这种扶持策略加剧了

财政资源紧张,难以保证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持续投入,同期对汽车产业的资

源投入远不及泰国.③ 另一方面,菲律宾发展汽车产业所需投入相对较高,
造成了资源紧张.这是因为菲律宾的群岛地理性质明显增加了基础设施的修

建难度,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物流运输与市场联通等方面的阻碍.④ 因此,
面对行政阻力与资源紧张,对马科斯来说,相对于推动出口导向发展,依靠

美国等提供的外来援助与其他支持的成本似为更低.⑤

政府并未持续投入资源对 “创收工具”进行支持.例如,马科斯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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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工业化以国际借贷为基础,这一系列政策对外汇平衡 (进口所用外

汇需由企业自筹)有着严格要求.此外,政府对相关配套产业的支持不足,
不能保证钢铁与塑料等上游材料的生产.① 寡头集团的阻挠也令政府在筹集

资源与执行命令上面临阻力.虽然这一时期的发展为菲律宾的汽车零部件制

造能力打下了基础,但总体来讲,该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进程并不乐观. “进
步汽车制造计划”中对三年内本地生产份额从１０％提升为６０％的规划远远

没有实现 (实际上,该指标在２１世纪１０年代也未完成).②

１９８６年发生了推翻马科斯的 “人民力量”运动,但并未改变菲律宾以寡

头为主的致胜联盟格局.事实上,寡头竞争的民主政治格局得到 “复辟”与

加强.政党组织松散、政党成员不稳定,各个政党更像是不同家族的利益代

表.③ 国会也多由家族代理人占据多数席位,地方选举也仅为当地实力家族

之间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马尼拉的统治者及其致胜联盟一般为不同

家族之间博弈、妥协之下的产物,也大多靠权钱交易、恩庇—侍从关系来维

持.④ 这样的联盟往往较为脆弱,横向上难以整合具备影响力的不同社会团

体,纵向上很难对地方政策制定与执行产生约束性影响.⑤ 致胜联盟本身的

波动性也较大,其突出特点是因选举周期而产生的不同势力轮流坐庄的 “摇
摆政治”.此外,选举期间经常伴随着政治动荡,也带来经济与社会的不

稳定.⑥

马科斯下台后,继任者们都曾表示过希望振兴汽车产业的愿望.例如,

１９８７年,时任总统阿基诺夫人推出了 “汽车发展计划”.这一政策计划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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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历过由反对派发起的７次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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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汽车企业来菲设厂,重点发展排量在２８升以下的私家车,也只允许三

家企业进行整车组装,希望借此能提升企业出口绩效.然而,菲律宾政府并

未积极践行其既定政策.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菲律宾政府也未对汽车

产业采取任何积极的应对措施.２００３年推出了 “汽车出口计划”,意在进一

步吸引国际投资者,对出口整车进行补助,然而行业响应冷淡.① ２００８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菲律宾政府也只是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汽车产业支持措施.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年,菲律宾没有出台新的汽车产业政策.２０１５年,当局又推出

了 “全面汽车振兴战略”,得到的外商响应也不及预期.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较高的目标实现成本.就绝对成本而言,第一,

菲律宾的官僚系统改革受阻.通过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往往将追随者来安排进

官僚机构,导致近一半的公务员职位由此类临时任命者填补.由此引发了经

济管理部门中技术官僚的缺乏 (例如,菲律宾贸易与产业部与经济区管理署

长期缺乏懂得汽车产业的专业人才),极大地影响了汽车政策执行的效率.
而人事的频繁变动也使政策的延续性受到挑战.② 第二,该国基础设施缺口

仍然较大.在运输基础设施方面,菲律宾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成

为汽车生产网络发展的重要障碍,而解决该问题需要对相关建设的大量资源投

入 (见表６).统治者往往忙于维系脆弱的致胜联盟,并没有资源与精力施行前

后一致的产业政策,也缺乏阻止各利益集团通过违背有关政策来攫取利益的能

力.就机会成本而言,支持外出务工与国际呼叫中心是更为廉价的创收渠道.③

由于存在大量具备英语交流能力的廉价劳工,这两个渠道所需政府投入更少:
外出务工仅涉及政府开展低端服务业工作培训与同有关国家签订跨国移民协

定,国际呼叫仅涉及简单的电力供应与网络架设,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条件、
官僚系统配合程度要远低于发展汽车生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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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部分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水平 (２０１８年)

基础设施水平得分 基础设施水平排名

印度尼西亚 ６６８ ７１/１４０

马来西亚 ７７９ ３２/１４０

菲律宾 ５９４ ９２/１４０

新加坡 ９５７ １/１４０

泰国 ６９７ ６０/１４０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WorldEconomicForum 数据自制,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

theＧglobalＧcompetitvenessＧreportＧ２０１８/

较高的目标实现成本导致菲政府并未持续投入资源完善配套政策.第

一,一直以来,税收刺激被局限于生产端,而并未涉及消费端.税收政策并

不配合汽车产业政策,相应的税负安排也并不合理.例如,为了服务当地的

中低收入群体的买车需求,政府在中低端私家车市场征收２％的最低消费税

率,① 但该市场主要由泰国生产的车辆占据.而本地化生产程度最高的多用

途行动轿车 (AUV)的消费税水平则要高得多.第二,政府并未持续投入

资源服务外国投资者.除去一些对各产业外来投资都有的补贴外,菲律宾政

府并未特别对汽车产业的跨国公司给予优待.境外投资者的研发活动与人才

培养,也并未受到财政等方面的特别支持.第三,脆弱的致胜联盟无力打击

走私问题.２００２年,阿罗约总统曾签发１５６号行政命令禁止二手车进口.然

而,这项政策并未被严格执行,从日本、韩国走私二手车的活动一直存在.

自由贸易区 (如苏比克湾自由港区、卡加延经济特区和自由港等地)成为走

私活动的重要窗口.地方寡头推动法院命令与相关规章的出台,将各个自由

贸易区豁免于行政禁令之外.② 这些走私活动因位于自由港,往往税率极低

甚至不交税,将只是略有使用的新车当作二手车进口的现象也绝不鲜见.有

工业部门官员估计,菲律宾国内的汽车中,走私而来的占到了２０％以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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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走私规模严重冲击了菲律宾汽车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作为菲律宾历届致胜联盟的主要成员,各寡头势力更关注依

靠裙带政治从金融与地产等行业获取更高回报,对汽车产业兴趣不彰.汽车

产业中较低的致胜联盟成员比例,使历任统治者将政策目标确立为 “创收工

具”.但是,较低的官僚效率与较差的基础设施,使支持该产业的绝对成本

更高;因国民的英语能力等因素,政府又存在鼓励低端服务业与外出务工等

成本更低的替代选项.因此,统治者并未持续地鼓励汽车企业出口绩效的提

升,表现为中立式政策.菲律宾汽车产业虽因对外资的开放态度而确立了一

定的规模,却难以离开中低端零部件生产的分工位置:目前只能专注于电

线、电子元件、铝元件和底盘系统等的生产.

五、结论与反思

本文重点探讨了为什么东亚国家对特定产业的政策制定采取了不同态

度,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在该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现有对价值

链分工的研究多集中于技术进步、国际关系、贸易协定等外生决定因素,对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的讨论尚嫌不足.虽然并非只有政策

选择对价值链分工格局发挥影响,前者无疑是决定后者的重要变量,而政策

选择背后的政治逻辑似被现有研究忽略.本文构建了将选择人理论拓展到产

业层面的框架,强调了在制定产业层面的政策时,统治者对建立和维持致胜

联盟的激励,以及统治者所面临的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资源约束,会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他们的选择.

对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汽车政策的比较分析验证了上述逻辑.虽然

政经格局几经变换,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未发生根本改变,三国的汽车政策

选择也并未有决定性的变动.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三国都面临汽

车产业的发展机遇,希望通过发展整车制造来提升参与汽车价值链的规模与

层次.然而,此后三国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马来西亚的汽车产业中致胜联

盟成员占比较高,统治者因而将该产业视作 “寻租工具”,确立特定企业垄

断地位的成本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承受,统治者因而长期倾向于选择保

护式政策.相比之下,泰国和菲律宾的统治者不需要在致胜联盟成员占比较

低的汽车产业进行利益输送,因此将该产业视为 “创收工具”.然而,目标

—４７—



价值链分工的国内政治逻辑:以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汽车产业为例 □　

实现成本的差别决定了政策选择的分野:在泰国,较为独立的官僚系统与规

模经济带来了较低的目标实现成本,因此统治者一直选择依附式政策;在菲

律宾,效率较低的官僚系统与较差的基础设施环境,叠加外出务工与国际呼

叫等成本更低的选项,使统治者并未施加持续的政策努力,因而选择了中立

式政策.
本文可以带来两点启示:在政策实践层面,当评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风险时,不能仅停留在对 “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研究,而需要同时关

注统治者在产业层面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由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

要,以及增强东亚内部市场韧性的现实考虑,中国目前需要积极推进向周边

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加强产业协同与合作.①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

与企业需审慎评估在与相关国家进行产业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而现有

研究多集中在从整体上讨论一国是否欢迎中国投资、政治是否稳定等因素.
相关因素对政策制定者辨析国别差异、投资者规避经济风险十分重要.② 然

而,本文的讨论显示,整体政治经济环境本身无法完全解释国家间产业层面

的政策差异,影响产业层面政策差异的不是致胜联盟本身的特征,而是该产

业与致胜联盟的关系.这也是政策制定者应纳入考虑的因素.
在理论研究层面,学界对产业政策能否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多有争

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产业政策能否发挥作

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学者基于理论研究的设计,还取决于现实中的政策制定

与执行.③ 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经济学家所设计的理想产业政策可能很难

成为现实.因此,对产业政策是政府 “有为”还是 “乱为”的理论辩论,恐

怕难以忽略政治条件的维度而仅单纯进行经济理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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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sofChangesinAmericanStateLogicontheReＧconstructionof
InternationalTradeandEconomicRulesSystem ZhuCaihua

Abstract:Traditionally,researchoninternationaltradeandeconomic
rulessystemtendstoadoptlen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economics,
rarelyconsideringnationalsecurityWithaneyetowardsfillingthisgapin
theliterature,thisarticlebuildsathreedimensionalframework,which
integratespolitical,economicandsecurityfactorsItappliesthismodelto
analyzethelogicunderlyingAmerica’smovestoreconstructinternationaltradeand
economicrulessystemThree majorchangesareidentified:(１)theprimary
objectiveofAmerica’seffortstoreconstructinternationaltradeandeconomic
rulessystemhasshiftedtomaintainingAmerica’scompetitiveadvantage,
especiallywithrespecttostrategiccompetitionwithChina;(２)Thesource
ofAmericaninstitutionalpowerhasshiftedfromamodelof“domesticmarket
access＋technologicaladvantage＋statesovereignty”toonecharacterizedby
“capacitytoprovideinter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caladvantage＋state
sovereignty”．In other words,the UShasreplaced “domestic market
access”with“capacitytoprovideinternationalsecurity”astheprimarytoolituses
toattract(orevenpressure)othersintorulepartnerships;(３)Protectionismhas
becomethekeythemeofAmericanforeignpolicy,withunilateralismand
minilateralism becomingtheprimary policyframeworksAffected bythe
abovechanges,globalizationisnowreturningtoanincreasinglylimitedstate
asthemultilateralrulesonwhichtheglobalsystemisbasedareseriously
damaged,anditispossiblethattwoparallel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
rulessystemsemergeintermsofnew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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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mesticPoliticalLogicoftheDistributionofValueChains:
TheCasesoftheAutomotiveIndustriesin Malaysia,Thailandand
thePhilippines

QinBeichenandShiYouwei
Abstract:OneofthekeyrequirementsforcountriesinEastAsiato

realizesustaineddevelopmentintheeraofglobalisationisthecapacityto
participatedeeplyinglobalandregionalvaluechainsThepositionthat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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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occupies on the value chain is impacted by many different
internationalfactors,andisalsocloselyrelatedtodomesticpolicychoice
Policychoicesavailabletostatesvary widelydependingon whetherthey
imposeexportrequirementsandpromoteindigenousproductivecapacities
Largely,thesefactorsdetermineastate’splaceonthevaluechain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olitical factors behind these policy
differencesConsideringtheincentivesandconstraintsfacedbyrulers,this
paperestablishesaframeworkforextendingselectoratetheorytoindustryＧ
levelpolicymakingItconductsa“mostsimilar”comparativecaseanalysis
selecting the automobile industries of Malaysia, Thailand,and the
PhilippinesThestudyfindsthatincentivesforpoliticalsurvivaldetermine
whetherpolicy goalsare orientedtowards “rentＧseeking”or “incomeＧ
generation”．Thecostsassociatedwithachievementofaspecificpolicygoal
determinespolicychoice;thatis,whethertoprovidepolicysupportwith
respectto meetingexportrequirementsand (or)developingindigenous
productivecapacityThispaperhelpstofillingapsintheresearchonvalue
chainsbyconsideringthedomesticpoliticalfactorsnotnormallytakeninto
considerationThisillustratestheimportanceofconsideringpoliticalfactors
whenassessinginvestmentriskandengaginginindustrialpolicydebates

Key Words:IndustrialDevelopment;Global Value Chains;Comparative
PoliticalEconomy;SelectorateTheory;Automotive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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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Framing Effectson Public ViewsofStateSecurity:An
ExperimentofEconomicSecurityIssue

HouWeigang
Abstract:Thisarticleselectsthecaseoftradefrictionsbetweenthe

UnitedStatesand Chinaasan entry pointforunderstanding how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Ｇcharacterized by booming informationＧ
shapespublicattitudesandresponseswithrespecttoacriticalstatesecurity
concernUsing an experimental methodology,thisarticle explores how
differenttypesofmediaaffecttheviewsandresponsesoftheChinesepublic
visＧàＧviseconomicsecurityBydeployingapanelstudy,thearticlefurther
assessesthedurabilityofframingeffectsThisarticlelooksparticularlythe
extenttowhichmediaframesareproＧChineseorproＧAmerican,anddesigns
fourhypotheticalmediaframes:aproＧChinaframe,aproＧUSframe,a
frameofcompetition,andaframeofopendiscussionThestudyfindsthat
proＧChina,competitiveoropendiscussionframesimpactviewsof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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